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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冯友兰不同时期的孔子观为例，探讨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曲折命运。在

儒学逐渐滑落的近代，冯先生对孔子进行了理性公允的评价。在孔子儒家的地位每况

愈下的五六十年代，冯先生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孔子儒学作一些辩护。文革时

期，孔子儒学被批得体无完肤，冯先生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之论。文革结束后，孔子

儒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冯先生也对自己的孔子观作了反思与总结。冯先生孔子观的

变迁正代表了儒学在近现代中国走过的这样一个由逐渐消沉到被打倒在地，最终又更

新发展起来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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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走向近现代的艰难历程之中，儒学的命运可谓坎坷，曾经历了多次的挫折与复兴。而此

挫折与复兴，至始自终便是与社会群体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对于传统的

态度，从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儒学的地位与命运。此特征反映在知识分子的身上，又表现为知

识分子对待孔子的态度。本文便是以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冯友兰先生为例，从冯先生对孔

子的评价出发，探讨儒学在近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崎岖坎坷又充满戏剧性的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促使救亡意识与近代化要求交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对于传

统的抵制。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在近代的批判思潮中无疑首当其冲。五四前后，从新

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引发中西文化优劣、科学与玄学等一系列争论，儒家思想受到了更为

猛烈的攻击。儒学批判者们认为，儒学已经成为民族走向近代的内在阻力，孔子思想和学说

罪莫大焉！一时之间，硝烟弥漫，欲除孔子、儒学而后快。然而，这种迫切要求“反孔弃

古”的呼喊，往往压倒了对于传统价值观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忽视了其具有的多重意蕴和价

值，文化危机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这对社会的进步而言，无疑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对民族

前途，亦危害甚深。批判孔子及儒家所导致的思想震荡和价值失落，引起了一大批儒者对于

孔子地位的重新确立与阐释。冯友兰先生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1927年，冯友兰先生发表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文中的观点基本都反映在30

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40年代左右，冯先生的《贞元六书》先后问世，尤其

《新原道》一书，标志着冯先生对于孔子研究第一阶段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在这段时期，

冯先生引经据典，比较中西，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贡献，孔子对传统的态度，孔子

的天命观、鬼神观等方面进行了评价，既肯定孔子思想的价值，又不美化孔子，起到了积极

作用。 



首先，冯先生认为，六艺并非孔子所作，因为六艺乃春秋时固有之学问，先于孔子而存在。

即使孔子对于六经有所删正，也只是“选文选诗”，冯先生分析说：“孔子以其时已有之成

书教人，教之之时，赂加选择，或亦有之。教之之时，更可随时引申。[1]”。孔子之讲

学，又与别家不同， “孔子则抱定‘有教无类’之宗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

焉’……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民众化，实始于孔子。[2]”正是因为孔子如此的大招门

徒，“不农不工不商不仕，以讲学为职业”的“士”阶级得以产生。冯先生还认为，孔子的

行为，与希腊之“智者”相仿佛、“颇似苏格拉底”。但孔子建树之大，“盖又超过苏格拉

底矣。”[3] 

 孔子对于传统及周礼的态度，冯先生分析说是“知之深而爱之切”。孔子拥护周制，一生

以继承文王、周公之业为己任，因而对于当时的“礼坏乐甭”之状况痛恨不已。因此，他提

出“正名主义”，以使君、臣、父、子各居其位，各为其事。然而，冯先生并不认为孔子是

一个绝对的“保守者”，因孔子也讲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与殷礼，所损益

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4]  

 接着，冯先生提出：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虽讲自己“述而不作”，实际上他

是“以述为作”。孔子讲六艺，并不只是死板的咬文嚼字，而是注重于其中的道德意义。这

种倾向，传之后来儒家，“大家努力于以述为作，方构成儒家思想之整个系统。”[5]尽管

如此，冯先生还是从“极高明而道中庸”出发，批评了孔子。在冯先生看来，孔子的境界只

能是“有似于天地境界，而未能达到天地境界”。 

在论及孔子的“天命与鬼神”观上，冯先生认为，孔子以天为有意志之天，是主宰之天。而

他自身，则担负了天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对于鬼神，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11]所谓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6]“未能事人，焉能事鬼?”[7]冯先生还判断孔子“对于当时

之迷信，必有许多不信者。故‘子不语怪力乱神’。”[8] 

冯先生还对孔子的“直、仁、忠、恕、义、利”等诸范畴进行了诠释。他认为“孔子注重人

之真性情，恶虚伪，尚质直”，[9]然直虽可贵，却必须“以礼行之”；“仁”即“人之性

情之真的及合理的流露”，[10]为仁之方则在于“推己及人”；“忠”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恕”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则提倡“君子喻

于义，小人喻于利。”[11]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可以说是冯先生孔子观的第二时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

克思主义哲学一跃而成为官方的统治意识，左倾思潮开始发生，一切被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无不遭到严厉的批判，孔子儒家也难逃其殃，成了众矢之的。诡异的政治风向和无情

的学术批判，迫使冯先生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哲学立场，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对孔子进行研究和评价。然而，冯先生的学养和立场，注定了他不可能简单的套

用阶级分析方法了事，在应用唯物唯心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孔子进行研究与评价的同时，

一旦涉及到孔子思想本身，冯先生往往又进行独到的论断，在可能的范围内竭力为孔子辩

护，这也注定会为他带来了数不尽的麻烦。1954年的《孔子思想研究》、1960年的《论孔

子》、1961年的《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1962年的《三论孔子》等一系

列的文章的发表，集中体现了此一阶段冯先生对于孔子的看法。 

“阶级划分”是此时期一切人物研究的重点和出发点，冯先生自不能逃脱此思想禁锢。从阶



级立场出发，冯先生把孔子介定为“从领主阶级（后修正为‘奴隶主贵族’）初步分化出来

的地主阶级”，这就决定了孔子思想的两面性，并且，冯先生认为，这种两面性，贯穿于孔

子思想的方方面面。 

就孔子的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性质而言，冯先生说：“这样的地主阶级要求参加政治；作为

严格新兴阶级，它也关心提高生产。……他们这样的斗争，主要地是为他们自己底阶级利

益。但是这样的斗争，是加速封建领主阶级底消灭，符合历史与生活底要求，符合人民的利

益。”[12] 就孔子的思想来说，冯先生认为，“仁”与“礼”他的思想系统底两大支柱。

孔子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极力维护支持领主制度下的束缚人民的礼，这是他思想的消极

的一面；但是这个阶级对于领主，也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与斗争，从而建立了“仁”德，这是

他的思想的积极的一面。 

孔子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要维持“贵贱不愆”底传统制度，惧怕“贵

贱失序”。另一方面，他主张“举贤才”、“来远人”，这种主张的最后结果，是对封建领

主制度的破坏。此外，这种矛盾性，还表现在孔子对于“礼”的拥护，对于“天”的认识，

尤其对于“仁”的论述上。 

孔子虽然赞美周礼，但并没有说周礼绝对不能更改；孔子虽然没有主张刑上于贵族，但他明

确的主张把礼下及与庶人。孔子提出德和礼，要求礼必须以“爱人”为内容，尽管这是地主

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从一方面也表达了孔子对于人的重视。就“天”而言，孔子一

方面破除了人格神的迷信，积极肯定人生，将人的目光由神秘的天拉回到现实的人。一方面

他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范围之内。对于宗教信仰，孔子一方面要维持原有的宗教的信仰或

仪式，以为继续麻醉人民之用。一方面他对于传统宗教的某些部分有新的了解。 

冯先生重点对孔子“仁”的思想作了阐述与发挥。他认为，孔子“仁”的基本内容是“爱

人”，为“仁”之方是“忠恕之道”、“克己复礼”。这是是承认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程度的

平等的关系。“即使下层社会中的个人，也是有独立意志的。”[13]“在客观上，正是新的

地主阶级的成长与大部分奴隶获得解放在思想上的反映。”[14]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

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在他的所处的一定的地位上，实行“能取近譬”的“忠恕之道”，实行

“克己。”孔子的“仁”的思想是当时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思想的

进步，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是“对人民的欺骗”。 

在此时期，冯先生还是一以贯之的肯定了孔子在教育上的地位。他认为，尽管孔子教育的阶

级性非常明显，也存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教育，扩大

了教育的基础与内容，在方法上注重学生的学习态度与个性思想，强调多闻多见，敢于怀

疑，注重证据。此外，孔子“以述为作”，对殷周以来的典籍文化加以整理和发展，尽管这

种继承和批判都带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观点，但也使传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冯先生此阶段对于孔子的评价是建立在他的“抽象继承法”的基础上的，以迎合局势、曲解

孔子的某些思想为代价，他采取谨慎的态度，竭力用隐晦、含混的话语为孔子进行着不懈的

辩护。在持续的批判与斗争之中，冯先生辩解、退却、检讨，却始终不肯放弃。因此，在对

于孔子的总体评价上，冯先生还是坚持认为，孔子是当时新出现的地主阶级在思想阵线上的

代表，但还是个改良主义者；他的思想有新的一面，这是主要的；维护旧的一面不是主要

的，所以孔子基本上是当时的一个进步任务。  



1957年开始的左倾思潮，蔓延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说是发展到了最高峰。表现在

文化领域，则一切骂倒。一切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尊师重道……一切的思想

流派，学术流派，都是人民专政的对象。孔子自然又是难逃厄运，成为首当其冲被彻底否定

的人物，被骂得体无完肤，斯文扫地。孔庙被砸，儒家经典被毁，即便是研究孔子的专家，

也成了“牛鬼蛇神”，受到肆意的迫害。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更是变本加厉的把孔子丑化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个毁灭儒学的时代，孔子儒学如果说在前期还能“苟延残喘”

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真正是“山穷水尽”了。一切的真理、学识、见解、修养，都消

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流俗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冯先生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还表现出某种彷徨、摇摆与退守、坚持

的话，那么在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在不断的批判与鼓动之下，也只能变化为对时势的

依附与盲从。1973年，冯先生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

判》、《复古和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上下的鼓励

之下，冯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的体会文章，1975年出版的《论孔丘》一书，是他对于孔子思想

进行批判的最全面，最极端，最具代表性的文章。 

冯先生此时期的对于孔子的看法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孔子的“阶级成分”

的重新定义。孔子由前期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没落努力主的哲学家，或称为奴隶主阶级的思

想家。孔丘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他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他的思想在当时

是反动的。因此，否认孔子思想中存在的某种一般的、普遍的可继承的因素。其次，认为孔

丘的“仁”与“礼”是统一的，并不存在进步与落后的矛盾，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复辟奴隶

制，“克己复礼”正是孔丘反动的政治纲领的体现。再次，孔丘的“仁”和“忠恕之道”，

体现了他的伪善的道德原则。此外，孔丘的天命论是从护卫传统宗教出发的，是传统宗教的

拥护者和宣扬者，在对待鬼神上，孔丘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另外，孔丘又坚持反辩证

法的“中庸之道”，坚持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坚持复古主义的文艺观和反动的教

育路线。因此冯先生强调说，“孔丘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复古倒退路线，受到当时没落奴隶

主贵族的同情，劳动人民的反对，和以后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吹捧。”[15] 

可见，文革阶段，冯先生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政治的高压与主观的恐

惧迫使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说出正确的话语，。以称呼为例，也由“孔子”转向了“孔

丘”、“孔老二”。正所谓“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此一阶段发表的都是些“依傍之

辞”，甚至是为了顺应时势对孔子思想作出了一些肆意的扭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是

冯先生孔子研究所走过的一段曲折之路。 

经历了左倾思潮和文革阶段的孔子儒学，数度被打翻在地，只能“乘桴浮于海”，寄存于港

台海外地区。然而幸甚至哉，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逐渐恢复了它的独立和尊严，孔子儒学

在大陆又逐渐恢复名誉，日益兴盛。对于孔子的再评价问题，成为了中国哲学领域思想解放

的新的突破口。学术界开始尝试对于孔子进行了一系列重新的认证。政治气候的宽松、思想

领域的健康，是这一时期孔子儒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动力下，冯先生的孔子研究，

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既有对以往思想的继承与回归，又有对前期曲折的反思与补充。这些

回归与反思，主要表现在他为了“阐旧邦以辅新命”而重新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

中。 

冯先生在这一阶段对孔子的看法，集中在对孔子的反思上。他首先认为，孔子仍然是站在奴

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孔子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拥护周礼，



但也并不是冥顽不化的。他提出了一个“道”，他一生的斗争，就是要推行他的“道”。因

此，孔子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改革派。”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最高道德品质，人的真性

情是“仁”的基础，“直”是仁的标准，但是，要达到“仁”，还必须以礼为规范。“克己

复礼为仁”，就是用礼来规定仁。“正名”和“中”正是孔子对周礼所做的变革和补充。一

个完全的道德品格，就是“仁”与“礼”的统一。此外，宗教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中仍然保留

有一定的地位，孔子没有否定天命，但对天的威力加以限制，对于鬼神则持犹豫的态度。孔

子又认为，礼、乐都具有各自的作用，但是要恰到好处，合乎中道。另外，孔子还是一个古

代的一个重要的学问家、教育家，孔子教人六艺，对当时的社会制度、道德准则，以及六

艺、学术都做了批判，是“以述为作”。因此，冯先生总结说：“孔丘基本上是奴隶主阶级

改革家。他的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保守的。但他是中国的第一个（从时间上说）哲学

家。作为第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无论

积极或消极，都是深远的。”[16]  

可以看出，冯先生对于孔子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孔子与

六艺的关系”、孔子的“以述为作”、孔子的“仁学”、“忠恕”、“礼乐”、“义利”以

及孔子的“天命鬼神观”等各个方面。在四个不同的时期，冯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有一

些变化。在第一阶段，冯先生认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中占一极高地位，是当时第一个私人讲

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第二时期，冯先生一方面对于孔子的

评价趋于教条化、简单化，另一方面又竭力用隐晦、含混的话语为孔子进行着顽强的辩护。

第三阶段，冯先生对于孔子的批判则完全表现得流于时俗。然而所幸的是在第四阶段，冯先

生又对自己早期的孔子观进行了扬弃与总结，最终形成了自己对于孔子的客观而理性的观

点。 

冯先生的孔子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与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儒学逐渐滑

落、遭受压制的近代，冯先生对孔子进行了理性公允的评价，力争为孔子儒学发出一些辩

解，恢复应有地位。在左倾意识日益浓厚的五六十年代，孔子儒家的地位每况愈下，成为众

矢之的，冯先生虽然不得不对统治意识形态作出一些调适应，但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

孔子儒学进行了一些辩解。到了文革时期，孔子儒学被批得体无完肤，“如丧家之犬、过街

老鼠”，冯先生面临政治的高压和心理的恐惧，不得不作出一些违心之论。随着文革的结

束、新时代的到来，学术逐渐恢复了它的独立和尊严，孔子儒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冯先生

也由“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对自己的孔子观作了反思与总结。冯先生孔子观的变迁

正是代表了儒学在近现代中国走过的这样一个由逐渐消沉到被打倒在地，最终又更新复盛起

来的这样的一段历程。从冯先生的孔子研究，我们所得到的不仅是儒学的变迁、观念的发

展，还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自我担当和社会责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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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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